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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六镇起义的原因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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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魏军镇体系是拓跋鲜卑与柔然之间的藩篱，在北魏初期防御柔然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魏后期军镇体系的解体，直接引发了北魏六镇叛乱，导致北魏政权瓦解。而以北魏六镇为基础形成的强大
的北方军事集团直接主宰了北朝后期的历史，对北魏以后的历史影响深远。因此探究北魏军镇体系解体背后
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处理边疆经略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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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镇是一种结合地方军事组织与行政统治方

式于一体，并以军事统治形式代替地方行政系统的

制度，萌芽于三国两晋时期。十六国后期，北方地
区较为普遍的实行军镇制度，以后秦、大夏最为典
型。北魏时期继承并逐步完善了军镇制度，在北方
地区形成了以北方六镇为基础的军镇防御体系。

一、关于北魏六镇

据文献记载，北魏在明元帝泰常八年 ( 公元

423 年) 筑长城后，又沿长城设置军镇，其中以北方
六镇最为有名。据清人沈垚《六镇释》考证，北魏
六镇自西向东依次为:沃野镇( 在今内蒙古五原县

北) 、怀朔镇( 在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 、武川镇( 在
今内蒙古武川西) 、抚冥镇( 在今内蒙古四子王旗
东南) 、柔玄镇( 在今内蒙古兴和县) 、怀荒镇( 在今
河北省张北县北) 。目前学界公认沈垚的考证。
由于文献记载不详，学者们对于北魏六镇设置的具

体地点还没有达成共识。关于北魏六镇的具体设
置时间，学界也存在较大分歧，比较一致的观点是

北魏六镇设置于北魏初年，但是具体年代则聚讼纷

纭。大致有皇始年间( 公元 396 ～ 398 年) 、皇始三
年( 公元 398 年) 、延和年间( 公元 432 ～ 435 年) 、
神鹿加二年( 公元 429 年) 、泰常七年( 公元 422 年)
等多种说法。对于这些说法，还当依据北魏设镇的
具体情况予以深入探讨。
北魏从皇始年间就开始在北方设镇，史载“昔

皇 始 以 移 防 为 重，盛 简 亲 贤，拥 麾 作

镇”［1］( 卷18，《太武五王传》P． 429) ，可见，当时道武帝已经开
始着手在北部边境地区设置军镇。然而，这并不表
明六镇防御体系已经形成。在北魏早期与柔然的
军事交往中，还看不出有防御体系存在的迹象。柔
然曾经在北魏明元帝永兴二年( 公元 410 年) 五月
进 攻 北 魏 大 将 长 孙 嵩，“追 围 之 于 牛
川”［1］( 卷3，《太宗明元帝纪》P． 50) ; 太武帝始光元年 ( 公元
424 年 ) 八 月，“杀 掠 吏 民，攻 陷 盛 乐
宫”［1］( 卷4，《世祖太武帝纪》P． 69) ，拓跋焘率军亲征，“三日二
夜至云中，大檀骑围世祖五十余重，骑逼马首相次

如堵焉。士卒大惧”［1］( 卷103，《蠕蠕传》P． 2292) ，后因柔然
内部变乱退兵而解围; 始光四年 ( 公元 427 年) 七
月，柔然侵入云中，直接威胁京师平城。在以上柔
然对北魏的几次进攻中，柔然军队每次都是长驱直

66



入，并没有受到北魏军队的有效防御，往往是在柔

然深入北魏辖区进行掠夺后，北魏政府才出兵抗

击。而且，从整个过程看，柔然似乎进无狼烟示警，
退无关隘封堵。基此可以推测，在始光四年( 公元
427 年) 之前，北魏还没有形成以军镇为主体的、互
相支援的防御体系。另外，六镇之中惟一一个有确
切设置时间的是怀朔镇，根据《魏书·地形志》朔
州条注曰:“本汉五原郡，延和二年( 公元 433 年)
置为镇，后改为怀朔镇。”又据《魏书·来大千传》
记载:“延和初，车驾北伐，大千为前锋，大破虏军。
世祖以其壮勇，数有战功，兼悉北境险要，诏大千巡

抚六镇，以防寇虏。”［1］( 卷30，《来大千传》P． 725) 此后六镇之
名开始在文献中间隔或交替出现，似已形成体系。
因此，将北魏以六镇为基础的军镇防御体系粗具规

模的时间系于神鹿加年间至延和二年之间 ( 公元

428 ～ 433 年) 较为妥当。
北魏正光四年 ( 公元 523 年) ，柔然出兵怀荒

镇，怀荒镇民要求开仓赈饥，遭到镇将于景拒绝，镇

民杀景造反，这一事件成为六镇起义的导火索。同
年，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率众起义，揭开六镇起义

的序幕，起义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其他各镇兵民纷

纷响应。北魏孝昌元年 ( 公元 525 年) ，柔然自武
川西向沃野出兵帮助北魏镇压义军，起义失败。北
魏在镇压这次起义之后，废弃六镇。六镇部民起义
一直坚持到北魏永安二年 ( 公元 529 年) ，在尔朱
荣的镇压下以失败告终。但“六镇起义”却敲响了
北魏灭亡的丧钟。
北魏北方军镇建置对于之后的历史发展产生

了巨大影响，北魏军镇体系的解体引发的六镇叛乱

导致了北魏政权瓦解。而以六镇为基础形成的强
大的北方军事集团直接主宰了北朝后期的历史，对

北魏之后的历史影响深远。胡三省说: “自隋以
后，名 称 扬 于 时 者，代 北 之 子 孙 十 居 六 七

矣。”［2］( 卷108，《晋纪三十》P． 3429)因此探究北魏军镇体系解
体背后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处理边疆经
略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二、北魏六镇起义的原因

造成北魏军镇体系出现漏洞并最终导致起义

的基本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北魏六镇地位变化导致的变乱

拓跋鲜卑与柔然之间的外交往来是公元 4 世
纪后期到公元 6 世纪初期北方地区历史的主要线

索，北魏北方军事策略多围绕这一主线展开。拓跋
鲜卑建立北魏后，先后打败高车、库莫奚、刘库仁
部、刘卫辰部，攻克后燕都城，北方草原地区出现了
“诸部率皆服从，独柔然不事魏”的局面，初步形成
柔然与北魏对峙的局面。公元 402 年，社伦统一漠
北正式建立柔然汗国，先后征服敕勒诸部、匈奴余
部拔也稽。此后，柔然尽据鄂尔浑河、土拉河一带
水草丰茂的地区，实力大增。柔然的势力范围“西
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

南则临大碛”［1］( 卷103，《蠕蠕传》P． 2291) ，北魏与柔然南北
对峙的局面明朗化。
根据《魏书·蠕蠕传》记载，柔然汗国前期( 公

元 402 ～ 487 年) 的外交重心是针对北魏的。这时
期，双方发生战争 19 次，其中柔然主动进攻 10 次，
北魏因柔然挑衅还击 4 次，主动进攻 5 次。同一时
期，北魏连年发动统一北方其他政权的战争，柔然

乘机南下掠夺。在此期间，柔然也曾遣使致贡北魏
23 次，从北魏那里得到了大量的经济实惠。但这
种和平交往都是围绕经济目的展开的，所以非常脆

弱，期间柔然并没有停止“绝和犯塞”，构成了对漠
南地区“卒为边害”的战争形势。因此北魏不得不
把对柔然的防卫作为军事防御重点。在这种时代
背景下，北魏前期北方军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镇

将地位尊崇显赫。文献记载，北魏建镇之初“配以
高门子弟，以死防遏”［1］( 卷18，《太武五王传》P． 429) ; 魏兰根
曾对尚书令李崇说: “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
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

寄以爪牙。”［3］( 卷56，《魏兰根传》P． 2046) 这些贵族高门子弟
多为世袭军人，极尽优崇，通过出镇北方，他们可以

得到更多升迁机会，并享受免除租赋的特别优待，

被视为“国之肺腑”，“当时人物，欣慕为之”。
北魏太和十一年 ( 公元 487 年) ，柔然与北魏

的关系发生了重要转折。当时原属柔然的敕勒副
伏罗部阿伏至罗与其弟穷奇率 10 余万人落至车师
前部西北，建立高车政权，脱离柔然的统治，并切断

了柔然与西域、中亚之间的关系，从此柔然与高车
长期陷入战争僵局，柔然战略重心转向西域，并因

此而开始寻求与北魏之间的友好通和关系。据
《魏书·蠕蠕传》记载，从公元 487 年到北魏灭亡，
柔然只有 3 次犯边，且都是由于柔然境内遭受严重
旱灾才导致“其人大饥，相率入塞”。柔然放弃对
北魏的敌对策略，减弱了对北魏边境的威胁，北魏

的北方防务也随之松弛。北魏迁都洛阳后，中原成
为北魏外交策略的重点，在双重原因作用下，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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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失去了军事重镇的战略位置。文献记载，北魏
皇帝曾频繁巡幸，据统计，北魏 12 位皇帝，共巡幸
208 次。盛乐、平城时期，北魏诸帝的出巡方向集
中于阴山地区，主要目的是针对柔然;从文成、献文
时期开始逐渐过渡到中原地区;到孝文帝迁都洛阳

以后，便完全集中在中原地区了。皇帝出巡方向的
转变从侧面反映出北方地区的战略位置逐渐呈现

下降趋势。此外，北魏前期为北镇地区提供足够的
军粮是政府大力提倡农耕经济的重要任务之一，随

着六镇地位下降和内地频繁的灾疫欠收，近洛地区

的饥民尚且充斥，对政权的安稳构成了威胁，因此

朝廷已经无暇北顾六镇。
北魏六镇的地位下降还与孝文帝汉化改革有

关。孝文帝改革后，北魏建立门阀制度，文官地位
提高，传统军事贵族受到排挤，甚至有文官上书提

出“求 铨 别 选 格，排 抑 武 人，不 使 预 在 清
品”［1］( 卷64，《张彝传》P． 1432)的建议，可见当时军事将领的
地位堪忧。因此，北魏后期，政府对六镇将领的选
派不再严格化。广阳王深就此上书肃宗说: “自定
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

习，专事聚敛。或有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
纵，过 弄 官 府。 政 以 贿 立， 莫 能 自
改。”［1］( 卷18，《太武五王传》P． 430) 同时由于兵源紧张，六镇
地区也成为囚徒发配流放之地，广大镇民被视为地

位低贱的“北人”。这说明六镇地区也成为朝廷的
流放区，六镇将领已经从国人欣慕转变为“丰沛旧
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
伍”［1］( 卷18，《太武五王传》P． 430) 者。这些军镇军官与强制
徙边的各族豪强、部酋因待遇的降低对政府强烈不
满。他们将不满和怨恨又转嫁于毫无地位的镇兵，
大肆剥削奴役，克扣粮饷军资，肆无忌惮地欺凌当

地少数民族，导致镇民生活贫困，阶级矛盾以及各

民族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孝明帝正光五年 ( 公
元 524 年) ，政府又下诏“诸州镇军贯，元非卯配
者， 悉 免 为 民， 镇 改 为 州， 依 旧 立

称。”［1］( 卷9，《肃宗纪》P． 237) 这条诏令的颁布意味着六镇
镇民军籍、军户的自由民身份被免除，转化为依附
性很强的“府户”，进一步降低了六镇军户的地位，
改变了六镇地区固有的内部机制，关系到六镇每一

个军户的切身利益，于是引起的不满无限扩大化，

六镇的矛盾达到一触即发的态势，最终导致了六镇

之乱。
(二)流民问题引发的动乱

西晋末年，流民问题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这

是造成社会动荡的一个主要因素。周一良在《魏
晋南北朝史札记》中说: “西晋以来，大量流民移
动，史不绝书，社会因而动荡。大抵西晋末多为避
灾就食而流移，起义领袖如王弥、张昌、王如等，多
依靠流民起事。”［4］( P． 110)北魏末年，因旱灾严重，北
方地区出现大量饥民，人口流动更加严重。
终北魏一代饥民一直是政府民生问题中的重

要环节。北魏时期，旱灾发生频繁，涉及范围广泛，
对农业和牧业都造成极大危害，严重影响了北魏食

物的供应。从北魏太祖登国元年( 公元 386 年) 到
出帝太昌元年 ( 公元 532 年) 的近 150 余年内，据
不完全统计，北魏发生旱灾的年份有 69 年，占 1 /3
的时间，而北魏后期灾害的高发率竟达到 65%，灾
害几乎波及北魏全境。这种自然状况造成了北魏
后期流民肆虐成风，形成群体，北魏政府已经无力

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北魏前期，政府对于北镇地区的经济支援有明

显的倾向性。刁雍在任薄骨律镇将时，为保证六镇
的粮食供应，就曾经受命运薄骨律等四镇粮食到沃

野镇，以上四镇到沃野镇相距甚远，且途中多是沙

漠，行车异常困难，运输粮食耗时费力，严重影响

了四镇本地的生产生活。但北魏政府的这一举措
也显现出对六镇地区重视的程度。孝文帝迁都以
后，向南拓进逐步取代了北边防御而成为北魏国家

的战略重点，国家财力已经无法倾向北镇地区。同
时，北镇地区虽然也实行了均田制，但收益者多为

军事贵族，北魏后期均田制又遭破坏，六镇经济无

法自给自足，大量的饥民导致社会动荡，人民生活

在水生火热之中，这是六镇爆发起义的直接原因。
六镇起义失败后，北魏政府将 20 万饥民迁徙

到河北地区。据《魏书》记载:“时北镇饥民二十余
万，诏 昱 为 使，分 散 于 冀、定、瀛 三 州 就
食。”［1］( 卷58，《杨昱传》P． 1293) 这些北镇饥民，在六镇起义
时都参加了反抗北魏政府的斗争。起义被镇压后，
北魏政府迁徙饥民于河北，一是为了分化、分散起
义力量，减弱六镇地区再次爆发起义的可能性; 二

是为解决这部分人的吃饭问题。冀、定、瀛三州在
孝文帝延兴元年 ( 公元 471 年) 解决沃野、统万的
饥民叛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北魏政权从宣武
帝元恪年( 公元 500 年) 开始朝纲不振，官场奢侈
成风，政府财力日乏，中央集权统治与延兴年相比

已经大大减弱。同时，河北地区也因连年旱灾，经
济状况日益凋敝，六镇 20 万饥民安置河北，不仅没
有解决六镇叛乱的遗留问题，反而使六镇起义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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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迅速蔓延为燎原之势，随着六镇饥民的流入，公

元 525 年河北起义如火如荼的展开，数 10 万饥民
为躲避民族残杀流入山东青州，进而又引起了以河

北人邢杲为首的山东大起义，可见，北魏末年流民

的迁移也是造成动乱的重要原因。
(三)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引发的六镇鲜卑心

理变化

保持鲜卑传统文化还是融合汉文化是北魏政

权内部一直存在的对立倾向。北魏前期，汉化以一
种自然融合状态在北魏政权中潜移默化展开，保持

鲜卑旧俗和汉化两种倾向的矛盾在魏初并不尖锐。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大张旗鼓的实行汉化改革，致

使两种倾向的对立明显化。政权内部存在一大部
分鲜卑贵族“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洛，
改 官 制 服， 禁 绝 旧 言， 皆 所 不

愿”［1］( 卷14，《拓跋丕传》P． 360)。公元 496 年孝文帝的太子
拓跋询因“意每追乐北方”发动叛乱，这次叛乱被
镇压后，太子被杀。随后，拓跋宗室元思誉、元珍与
勋贵穆泰、陆睿等人再次想据平城起兵，其时“代
乡旧族，同恶者多”，可见当时孝文帝的改革受到
了强势阻挠。尽管叛乱被挫败后，汉化倾向已经在
北魏政权中心的近洛地区占据上风，但是在北镇地

区，保持鲜卑传统旧俗，甚至各民族的鲜卑化仍占

据主导地位。
孝文帝改革是作为统治集团的鲜卑族实行的

自上而下的汉化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在北魏统治

范围内全面铺开的。当近洛鲜卑大多数人从被迫
转变到习惯为华彩披服的时候，六镇地区仍然保留

鲜卑习俗，通行鲜卑语言和服饰，与近洛地区的鲜

卑形成鲜明对比，因而出现了“六镇鲜卑”这一特
定的称谓。北魏后期的六镇鲜卑包括以鲜卑为主
的各族民众。他们具有明显的鲜卑化倾向，例如，
高欢本怀朔镇人，史称其“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
遂同鲜卑”。近洛鲜卑与六镇鲜卑形成了民族集
团之间的对峙，前者具有明显的汉化倾向，是统治

集团的新贵。这种差别给曾经是国家栋梁的六镇
鲜卑的心理上以沉重打击，两者之间的矛盾从改革

始就埋下了伏笔。
此外，近洛地区在大力推行文治的时候，统治

集团没有精密的战略考略，他们希望通过强制手段

使文治主张扩张到六镇地区。自古以来文治和武
功就是统治阶级采取的两种必不可少的战略手段，

在两种统治方式的结合中，和平则文治居上，战乱

则武功居上，但总的趋势是政权所在的中心地区文

治居上，边疆地区武治占据主导地位。北魏后期军
功集团尊崇的地位被剥夺了，他们显然不能接受这

种文治扩张。在军功集团和文士集团的斗争中，后
者已经从弱势转化为强势，导致了六镇军功集团的

心理失衡。孝文帝改革本来可以看做是对先进文
化和制度的追求，南方经过改革崇儒重佛，封建化

盛行。而在激进的改革过程中，北镇地区并没有受
到太大的影响，因而呈现出了与近洛地区完全不同

的社会面貌，军镇体系奴隶化明显。北魏境内客观
存在的这种尖锐矛盾直接关系到社会发展的方向，

而“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
决”［5］( P． 286) ，因此六镇变乱不可避免。

三、启示

(一)主观加快民族融合的进程违背事物发展

的规律

关于民族融合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
把民族的自然同化称为民族融合，强制同化则称为

民族同化;另一种观点认为民族融合是在各民族自

身健康发展的状态下，两个以上的民族取长补短创

造了更丰富发展的经济文化称为民族融合
［6］。孝

文帝的改革，强制鲜卑民族摒弃本民族文化而奉行

汉民族文化，不能算做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融合。
尽管我们不能否认鲜卑民族的南下并逐渐融合在

中国古代各民族融合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是

过分提高孝文帝改革对民族融合的积极贡献还有

待商榷。
北魏时，民族融合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孝文

帝想通过政府的手段加快这种融合进程，势必会导

致欲速则不达的结果。而六镇之中，各民族在杂居
的生活状态中已经出现了以鲜卑为主要倾向的民

族融合，这种自下而上的自然融合是民族融合中最

和谐的状态，也最为融洽。而在近洛地区，孝文帝
推行的是自上而下的汉化政策，这种汉化过程的强

迫性，必然会受到强烈的反抗和阻挠，在这个过程

中造成的对民族心理的挑战会导致严重的民族分

化。在某种意义上，六镇鲜卑起义正是中断了其不
合历史规律的融合进程。但是这种中断并不是结
束，而是将民族融合调整到一个更加健康合理和稳

定的轨道上。因此有学者认为: “如果说，孝文改
革后，北方民族融合实现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

话，那么，六镇起义后，民族融合的推进和完成则是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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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方区域的不稳定性

北方地区因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等因
素，形成了复杂的民族杂居和半农半牧的经济地

带，因此一直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敏感区。这一
区域特征造成了该地区本身就存在不稳定性，容易

出现变乱。北魏在建立防御体系时，忽视了北方疆
域的区域特征，尤其是迁都洛阳以后，放松了对这

个特殊地区的管理，取消了对北方地区的地方性优

待政策，因此，一旦出现社会动乱因素，很快就会形

成大范围的动乱，这一点为中央政府在边疆经略方

面提供了重要的警示。北方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形
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系，历史上多与中原政权形成南

北对峙的局面，如历史上的戎狄与战国; 匈奴与秦

汉;乌桓、鲜卑与曹魏;五胡与两晋;北朝与南朝;北
魏与柔然;突厥、回纥与隋唐;契丹、女真、蒙古与南
宋;蒙古与明，这种对峙基本没有间断过。因此历
代中央政府基于国家利益的北方防务都是政府行

为的最重要和突出的战略表现。
(三)各民族共同推动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指出:“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
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

一切事物的发展。”［5］( P． 280) 北魏在六镇起义后，六
镇地区的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区域性和民族性，北镇

军功集团中复兴鲜卑文化、抵制汉化的倾向明显，
这一点已是学界较普遍的看法。但是在长期的胡
风南渐、华风北移的过程中，北朝民众及其统治者
在客观历史进程中已经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这
种影响起初表现为不自觉的认同行为，在反汉化的

过程中，很多行为本身就带有汉文化的缩影。在
“鲜卑共轻中华朝士”的氛围中，北朝社会实际上
也存在用汉文化改造社会的行为。例如，六镇贵族
不自觉出现改变宗族系谱的现象，攀附中华系谱者

不乏其人。这反映出这种融合已经在他们抗拒的
头脑中生根发芽。北齐文宣帝常“散发胡服，杂衣
锦彩”［2］( 卷7，《高宗宣皇帝纪》P． 295) ，北周宣帝“周主 ( 周宣
帝 ) 受 朝 于 露 门，始 与 群 臣 服 汉、魏 衣
冠”［2］( 卷173，《陈宣帝纪》P． 5391)。可见，北朝统治者客观上
已经无法摆脱汉文化的影响，六镇起义后依靠六镇

军功集团建立起来的北齐、北周政权对汉文化的敌
视态度，更多的是对孝文帝改革的激进汉化带来的

抵制情绪的惯性。北朝时期，民族间的自然融合是
历史的主流，具有强大的磁力，各种主观形态的支

流在无形中被拉回来。北齐、北周时期两种文化共

同存在，在长期接触对抗的过程中鲜卑化的各族人

民又趋向汉化，这是民族融合过程中一种曲折的态

势，最终形成了与华夏民族融为一体的历史事实。
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华夷之别与

夷夏之防就是在无数次的对抗中走向统一的。
(四)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复杂和多面的

在研究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这个问题时学者

们更多强调的是各少数民族的内迁，而忽视了汉民

族的北迁和融入。十六国时期各政权对人口的大
规模掠夺，及各民族人口被反复的迁徙形成了各民

族混乱杂居的局面，这其中存在各民族融入汉族、
汉族融入各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互相融合
等多种状况，扩大了中华民族杂居的地理范围和分

布空间。游牧民族的生活空间逐步向南推进，在中
国北方地区形成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融合的历史局

面。而中原统治者的双向迁徙，造成了民族融合不
可逆转的趋势。中原政权与北方民族政权之间这
种存在历经千年的战争、通和、融合状态，构成了中
国北疆的独特历史特点。正如恩格斯所说: “自这
些中级阶段上的野蛮人，习惯于游牧生活以后，再

也不会想到从河谷的草原自愿地回到他们祖先所

住过的森林区域里去了。”［8］( P． 21)同样，游牧民族一
旦适应了农耕或者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也不愿意

回到单纯的以游牧为生的生活状态了。因此，游牧
民族一旦接触到农耕经济带来的稳定的生活资料，

并且在与汉民族杂居过程中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就

会出现一种主动吸纳的趋势。费孝通提出的中华
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正是总结了在这种文化的吸

引中经过反复战争和逐渐融合形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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